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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策响应
速度差异研究

———基于 283 个城市复工复产政策的事件史分析

吴克昌, 吴楚泓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摇 510641)

摘摇 要: 危机情境中的政策响应速度,是政策扩散研究的重要议题。 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 Cox 风

险比例回归模型,整合形成“组织-制度作用路径冶“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冶“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冶和
“问题-能力作用路径冶的研究框架和假设,结合中国 283 个城市复工复产政策响应的数据,深刻分析了

危机情境中政策响应速度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1)从时间维度上看,复工复产政策的响应扩散是一

种典型的政策爆发现象,呈现出显著的 R 型曲线扩散特征;(2)领导者学历、城市工业企业拥有量和病

患治愈能力与政策响应速度之间呈正相关,对政策响应速度起到了显著的“加速效应冶;(3)纵向层级压

力、横向区域压力、地方问责力度、疫情形势严峻程度和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则表现出显著的“迟滞效应冶,
即延缓了城市的政策响应速度;(4)领导者年龄与政策响应速度之间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危机情境

中政策响应速度影响因素的分析,为进一步理解政策扩散速度提供了实证数据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

了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边界。

关键词: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政策响应速度; 复工复产; 政策扩散; 事件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3; D6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0398(2022)06 - 0067 - 15

收稿日期: 2022鄄05鄄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37;18JZD042)
作者简介: 吴克昌(1963—),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华南理工

大学)主任;
吴楚泓(1998—),女,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助理,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淤摇 http:椅www. gov. cn / zhengce / content / 2020鄄01 / 30 / content_5473087. htm。
于摇 http:椅www. ce. cn / cysc / ztpd / 2020zt / zc / zs / sc / 202002 / 19 / t20200219_34307326. shtml。

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简称 COVID鄄19)以其极高

的传染率、极快的传播速度、特效药研发困难等属性,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非常高冶风险级别,
且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还猛烈冲击了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得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

坏。 为了降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防止地区经济运转脱轨,2020 年 1 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了《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淤,全国多

省市随即响应。 例如,2020 年 1 月 30 日,四川省应对新冠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发布了《关于疫情防

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于,成为第一批响应国家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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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的省份之一。 从全国各地的城市响应情况来看,短短两个月内,该政策就得到了全国多个城市

的积极响应。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多座城市虽然均采纳了该政策,但各城市间的政策响应速度却

存在着较大差异。 那么,在严苛的“疫情防控冶要求和高度的“恢复经济冶压力并存背景下,到底哪

些影响因素影响了各地方主体对复工复产政策响应行为的先后次序? 换言之,城市间的政策响应

速度差异何以产生?
在应急状态下,如何减少危机影响、恢复经济秩序,成为我国各地方政府和学术界思考的重要

命题[1]。 由此,复工复产政策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发表的研究涉及哲学、管理

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

制冶是我们得以快速推进复工复产政策的关键[2]。 还有学者围绕政策内容或以地方经济恢复结果

为抓手开展研究,重点分析了“复工复产政策中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定位冶 [3] “复工复产政策的精准

性及优化策略冶 [4鄄5]“政策扩散特征与核心内容冶 [6]等议题,厘清和挖掘了“地方治理思维与经济恢

复结果的关系冶 [7]和“决定地方企业复工复产率高低的原因冶 [8]。 此外,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关

注到了复工复产政策的“地域间非同步冶现象,即存在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的异质性[9]和经济恢复的

区域性差异[7],但此类探索多止步于现象描述和单维度因素的相关性验证上,极少有研究较为系

统地分析造成政策响应差异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从中央率先发布政策,到地方纷纷响应就是一个

自上而下的层级政策扩散过程[10]。 政策响应本质上属于政策扩散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具体概念

的解读看,政策扩散的概念源于西方,字面表达中多含有横向地理空间维度的复制和推广意涵。
例如,罗杰斯(Rogers)认为政策扩散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一项政策创新活动在其他地方交流和传

播的过程[11];多罗维茨(Dolowitz)等学者也认为政策扩散是基于空间维度上的公共政策转移[12]。
然而,在中国语境下,政策响应更侧重于表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上级指示精神的向下传递,学者们

认为其与中央行政指导[13]和高度控制的组织网络[14]密切相关。 因此,本文认为 “政策响应冶在本

质上与“政策扩散冶是相似的,只是在具体的语境表达上有所差异,结合复工复产政策的发布情

境淤,本文采用“政策响应冶作为文章的核心概念。
在现实中,危机情境中的政策响应现象并不鲜见。 为了尽快减少较大规模的危机事件对地方造

成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往往率先发布指导性的政策文件,旨在为地方政府提供理论指引和行动参

照。 有别于以“鼓励地方创新冶为主要目的的政策扩散文本,这类政策多带有“号召、倡议冶的意图。
相应地,地方政府采纳这类政策的行为也具有鲜明的响应特征。 为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研究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差异不仅可以满足理解响应型政策扩散过程的需要,还极具实际现象的回应

价值。
本文聚焦新冠肺炎疫情背景,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以中国部分城市作为样本分析单

位,将疫情防控期间材料较为丰富、内容比较权威的复工复产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开展挖掘政策扩

散现象中关于政策响应速度动因的探索性研究。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既有关于政策响应影响因素的文献将研究对象重点集中在微观主体上,多研究农民群体[15]、
普通民众[16]或者企业[17]对于某一政策的接受意愿,对城市一类的中观层次主体政策响应情况关

注较少。 与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相关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又多聚焦于“政策响应与否冶的差异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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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响应速度冶的差异[18]。 因此,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以自上而下层级政策扩散形式为表

征的复工复产政策城市响应差异,还需从关于地方政策扩散和政策创新的研究入手。
1郾 关注政策扩散的时空分布特征

在政策扩散的时空分布上,许多学者对常规情境下的政策扩散特征进行探究,发现其主要表现

为两种模式:一是渐进主义视域下的 S 型扩散模式[19鄄20];二是间断均衡理论视域下的陡峭 S 型、R
型和阶梯型等非渐进主义的扩散模式[21],还有以政策爆发为典型特征的 R 型和反 R 型曲线[22]。
其实,政策扩散的时空分布特征,本质是各地方主体政策响应速度差异演化图谱的一种呈现方式,
能够反映出政策响应速度快慢的地方主体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学者开

始跳脱出常规情境,尝试研究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的政策扩散特点,如对健康码的省际扩散曲

线进行解读,发现其呈现一种短期内采纳数量迅速拉升的爆发式特征,属于典型的 R 型曲线[23]。
还有学者在梳理 446 份复工复产政策的发布时间点后,认为危机情境中的政策扩散相较于常规情

境下的政策扩散而言,虽然曲线类型相似,但影响程度明显更为激烈,一项公共政策从出台直至覆

盖全国,可能只需要数月时间[24]。 由此可见,地方主体的政策响应速度变化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

相关,不同情境下的政策响应速度特征大不一样,危机情境下推动政策响应时间急剧缩短的影响因

素也有所区别。
2郾 聚焦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部分学者致力于探索政策采纳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前者多基于内部和外部分析框架开展分散

性因素验证研究,后者则以归纳政策采纳动机为主。 在影响因素提炼方面,有学者基于中国地级食

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分析,发现央地关系是影响响应型政策扩散的关键分析维度[25]。 还有

学者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棚户区改造政策的扩散过程进行分析,证实了政策属性对中国社

会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殊属性对该政策的扩散速度起到了积极影响作

用[26]。 这些研究不仅证实了政策性质在政策扩散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还从某种意义上说明,
响应型政策扩散的核心影响因素与一般政策创新扩散有所不同。 除了政策属性外,随着越来越多

常态情境下的政策扩散现象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政策响应影响因素集合也日益丰富。 在已被证实

的内部影响因素中,有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水平[27]、城市政策需求[28]、政治体制[29],以及政府能

力[30]、领导者特质[31]、现实问题的严峻程度[32]等;位于外部扩散模型中的影响因素则包括政策属

性[33]、横向和纵向府际关系[34]、地方政府的竞争关系[35]、社会舆论导向[36] 和所处社会氛围[37] 等。
其中,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水平、政府能力、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横向与纵向府际压力发挥的作用,均
在危机情境中的政策扩散模型中得到了检验[23]。 在影响机制形成方面,自国外学者马什(Marsh)
和沙曼(Sharman)提炼出学习、竞争、强制和模仿机制[38] 以来,这四类政策扩散机制不仅赢得了国

外大多学者的认同,也成为了国内学者广泛引用的理论模型[39鄄40],用于验证其在中国情境下的适

用性。
由此可以发现,不论是政策响应还是政策扩散研究,依然较多立足于常规情境。 但是,危机情

境下政策扩散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政策响应速度差异的解释难以简单从常规政策扩散框架中提炼

出来,而是需结合具体的政策扩散过程纳入不同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强、解释力足的新理论维度

以供实证分析。 另外,“城市政策响应与一般情况下政策扩散特征、影响因素有何不同?冶等未知

研究空间的存在,也使得“危机情境中政策响应速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冶成为富有研究潜力的学术

议题。
(二)研究假设

政策响应既是一种地域间的政策扩散现象,又属于地方领导人的危机决策行为。 本文试图从

中观层面解读政策响应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因此,在模型选择上,既要兼顾微观层面理论模型中涉

及的影响因素,又要关注宏观层面的理论架构。 在既有文献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上,本文结合危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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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特点和城市特质,提炼并归纳四类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相关的影响路径。
1郾 组织-制度作用路径

组织-制度作用路径强调了在复杂府际关系网络中,科层组织与刚性制度对政策扩散的作用,
具体包括纵向府际间的制度设计和横向水平间的竞争式合作。 其中,一是在纵向府际关系上,自上

而下的政策扩散被认为是最经典的模式,这种模式根本上产生于严密的多层级官僚组织中。 一般

而言,上级政府可以通过硬性的制度设计,强制下级政府采纳该政策,即凭借以高位推动为代表的

政治压力,来强迫下级政府完成政策扩散过程。 有学者以央地互动为视角,发现行政压力、经济激

励和地方预算执行能力越强,中央政策自上而下扩散到地方的概率会显著增加[41]。 二是在横向政

府间关系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合作、学习、地理位置等关系都会直接影响政策扩散[42] ,对此,
有学者通过对四川和天津两个城市的比较分析,认为地方政府有着争先式政策扩散思维,意味

着他们不甘心做政策创新中的落后者[43] ,甚至衍生出相应的学习机制[44] 。 复工复产作为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党中央和国家大力倡导的政策工具,虽然在纵向上并没有直接对地方造成强

制性的采纳压力,但省级政府复工复产通知的发出同样带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势必会加速省

内城市的政策响应进程。 此外,由于复工复产政策的出台与当地的经济生产秩序恢复息息相

关,受到横向上省内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压力的影响,许多城市也希望能借此尽快走出低迷

的经济状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 1a:纵向科层压力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即纵向科层压力越大,省内城市的

政策响应速度也更快。
假设 1b:横向区域压力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横向区域压力越大,城市的政策

响应速度越快。
2郾 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

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偏向于解释能动者个体或团体在政策扩散中的作用逻辑。 在这一逻辑

下,西方部分研究从政策制定者的公共服务动机出发,认为决策者的政治动机往往是出于连任或获

得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会倾向于去关注其他政府的行动,进而在政策学习机制效应的影响下,
最终实现一项政策在国家或州际政府间的扩散[45]。 中国学者则认为政策扩散过程会受到行动者

的认知、利益、互动的影响[46],还有学者提出“非渐进性政策扩散多是政府主要领导注意力变化的

结果冶,领导者注意力是政策响应的关键,这一观点在中国网络问政政策扩散的实证分析中得到检

验[47]。 除决策者外,政策企业家也被西方学者认为在政策扩散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些利益集

团利用自身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足以改变政府间学习的压力阀效应,还能同时强化政策响应的滚雪

球效应[48]。 同样,在中国干部流动制度设计上,具有政策企业家精神的地方领导有利于打破原有

利益格局,在较强政治激励的作用下倾向于将“好冶的政策复制到新的辖区[49]。 这些聚焦政治变量

对政策响应的研究,充分考虑到了执政者或政策企业家在实践中的心理动机和社会网络关系,提炼

出含政治影响力需要、注意力分配和政策企业家精神在内的微观影响因素。 聚焦本文的研究情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挑战了国家防疫体系,也是对地方领导和主要负责人城市治理能力

的考验,对其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研究认为,领导的年龄[50]、受教育程度[51] 与政

策响应紧密相关。 具体而言,年轻的领导更具有冒险精神,政治影响力诉求高且在政策响应上的担

忧和顾虑较少,注意力分配多向效益而非风险上倾斜;受教育程度高的领导则更具有政策企业家精

神,能够更为快速地接纳并推广新政策。 此外,还有记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部分地区出

现了“问责泛化冶现象,使得不少地方领导产生了避责心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他们主动决

策和作为的积极性[5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 2a:领导学历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即城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受教育程度越

高,城市的政策响应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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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b:领导年龄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即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年龄越大,城市的

政策响应速度会更慢。
假设 2c:地方问责力度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即地方问责力度越大,城市的政策

响应速度越慢。
3郾 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

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认为,不同政策在扩散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差别,不能忽略政策属性的特

殊性在地方采纳中发挥的作用,有些政策的属性与地方特质“天生冶相契合。 那么,是否存在一些

政策天生就比某些政策扩散难度小? 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同政策在推广成本、政治收

益、技术条件等属性上有着天然的差异,这决定了不可能任何政策都表现出同样的扩散特征和具有

普适性的扩散机制。 目前,有一些研究已经关注到政策的某些属性,如政策的议题显著性、可操作

性、复杂性以及相对优势等对政策响应的作用[53鄄54],认为在扩散动力学理论下,决策者会根据议题

的显著性、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进行差异化的注意力分配,而这种非均衡化的政策行动导致政策

扩散的速度比预期更快,普遍规律的打破也意味着渐进性政策扩散过程的改变[21]。 在一项对中国

公共自行车扩散的研究中,学者认为府际关系和政策工具固然对政策扩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

扩散动因探索上,还应讨论公共自行车本身在不同城市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城市道路、天气、交通状

况等因素[30]。 由此可见,政策属性与地方所处环境的适配性是地方主体政策响应的重要考量指

标,围绕“政策是否适合在当地实施并进行推广?冶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决定了政策响应速度的快慢。
复工复产政策是一个能够快速满足区域经济秩序恢复和生产力提升的政策工具。 在疫情期间发达

地区经济运转负荷加剧的背景下,有研究认为复工复产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易于被采

纳,因为此类区域大多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较高,使得企业和民众对复工复产的需求和呼声也更

为强烈[24]。 同样,因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数量更多的城市,不仅地区生产链受损程度更加严重,面
临的企业员工失业形势也更为严峻,亟需启用复工复产政策有序修复企业的生产力,进而恢复城市

原有活力,本文认为,城市工业企业拥有量也与政策响应速度密切相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两个假设:
假设 3a:城市人均 GDP 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其政策响

应速度会更快。
假设 3b:城市工业企业数量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即城市的工业企业拥有量越

多,城市的政策响应速度越快。
4郾 问题-能力作用路径

问题-能力作用路径指的是地方主体所面临的问题严峻程度及解决该问题的能力和治理水

平。 该路径其实并非在大多数政策扩散现象中均能得到证实,在既有研究中,大多政策都被认为是

可供各地区予以采纳和进行推广的,其中,蕴含着“各地方主体均具备推广该政策能力冶的假设预

判,被分析的政策普遍具有没有衍生负面风险的可能性,对政策响应主体的基础能力要求不高。 在

许多研究中,学者们多将问题-能力路径并入政策行动者的作用路径中一并分析,认为政策响应主

体在衡量是否应该采纳相关政策时,自然会结合地方所面临问题的严峻程度,在对自身解决问题的

能力进行判断后,基于“效益-成本冶的考量做出抉择。 然而,有学者在分析危机情境中政策响应影

响因素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随着问题严峻程度的升级,政府主体的事件应对

和问题解决能力显得尤为重要[23]。 此时,地方主体所面临的问题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现有

的能力范围。 因此,在特定情境中,问题的严峻程度和治理主体能力间的平衡,成为了影响城市政

策响应快慢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面前,地方疫情

的严峻程度和政府的联防联控能力,显然成为了决定地方政策走向的重要衡量指标。 另外,复工复

产政策号召本身也蕴含着一个价值前提,即在落实好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有序复工复产。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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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复工复产政策,不可避免会扩大人员流动和接触范围,无疑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符合危机

政策特质,因此,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和城市病患治愈能力成为了在危机情境中极具研究价值的影

响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 4a: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即疫情形势更严峻的城市,其

政策响应速度会较慢。
假设 4b:病患治愈能力与城市政策响应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即病患治愈能力更强的城市,其政

策响应速度更快。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事件史分析作为在政策扩散和响应研究中被广泛引用的分析技术,主要用于分析包含纵向时

间序列和横向界面数据的组合数据[55]。 相对于传统的 OLS 模型,该方法能抵消自变量随时间变化

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因而受到众多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者的青睐[56]。 本文以城市正式发布复

工复产政策为该城市政策响应行为发生的标志,由于模型中的部分自变量在政策响应的时间段内

发生了连续变化,因此,采用连续时间事件史分析的方法,设置二分变量(取值为 0 和 1)衡量政策

响应结果,通过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利用半参数 Cox 模型,分析城市复工复产政策响应的影响

因素。
(二) 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复工复产政策发文来源多样、涉及领域广泛,内容包括金融支持、信息系统建设和企

业生产要求等。 为了提高研究的精准性,本文以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政策出台速度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统一的复工复产政策文本收集标准。

一方面,明确目标政策范围及发布时间点,在中央复工复产政策信号释放文本的选取上,选择

国务院办公厅最早发布的《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

紧急通知》作为中央提出复工复产政策号召的标志,认为它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掀起全国

复工复产大潮的起点。 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具有区域特殊性,城市间对不同领域复工复产的关注

度和迫切度均有所区别,导致各城市复工复产政策信号可能萌芽于不同治理和服务领域,本文将城

市出台的第一份与“复工复产冶内容相关的政策文本,视为城市响应复工复产政策信号的标志。 另

一方面,尽可能保证地级市政策文本的完整性,采取三种途径进行资料收集:一是在“北大法宝冶数
据库中以“复工复产冶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和筛选,共收集了 118 个城市的政策文本;二是在各省级

政府网站和城市网站用相同的关键词进行检索,补充收集复工复产政策文本 175 份;三是以“复工

复产冶为主题词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检索与城市出台复工复产政策相关的新闻报道,确定政策出台

的确切时间,补充收集 13 个城市样本,总计 306 份。
对于其他待检测的条件变量数据,本文则借助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于、各省级纪委监委网站、《2020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57]、2019 年全国各省人口普查数据、2019 年

部分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的疫情通报等收集计算得

来。 在对数据进行筛选并删除缺失值后,共得到 283 个完整的地级市政策响应速度变量数据库,其
中,各类变量及测量方法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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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政策响应研究的各类变量(单位)及测量路径

名称 测量方法 数据来源

因变量

摇 政策响应速度

该城市在某一时间点是否响应了复工复产政

策号召,发布了复工复产政策取值为 1,未发

布则取值为 0
作者收集整理

自变量

摇 组织-制度作用路径

摇 摇 纵向科层压力 /天
城市所在省或相邻省份的省级政府政策出台

时间与各城市政策响应时间点之间的时间差 从北大法宝、地方政府网站等

途径收集整理数据
摇 摇 横向区域压力 /个

在该城市采纳政策前,该城市所在省份已采

纳政策的城市数量

摇 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

摇 摇 城市领导学历

政策响应期间该城市市委书记(“一把手冶)
的最高学历,本科取值 1,硕士取值 2,博士及

以上学历取值为 3
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地方

政府门户网站

摇 摇 城市领导年龄 政策响应期间该城市在任市委书记的年龄

摇 摇 地方问责力度

在该城市采纳政策前,城市中是否有因疫情

防控不力,被纪委监委通报问责的官员,存在

计为“1冶,不存在计为“0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各省

级纪委监委网站

摇 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

摇 摇 城市人均 GDP /万元
该城市 2019 年生产总值 / 2019 年末该城市

总人口数
《2020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9 年部分城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摇 摇 工业企业数量 /个 2019 年城市工业企业数量

摇 问题-能力作用路径

摇 摇 疫情严峻程度 / 译
该城市政策响应前一天所在省份累计确诊人

数报告 /该省份人口总数 伊 1 00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的疫情通报、2019 年全国各省

人口普查数据摇 摇 病患治愈能力 / 译
该城市政策响应前一天所在省份新增治愈病

例数 /该省份总人口数 伊 1 000

摇 摇 1郾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全国的地级市政府 i 在时间 t 响应复工复产政策号召的概率,在地级市政

府 i 未响应该政策号召的时间点,这一变量被赋值为 0;在地级市政府发布了复工复产政策的时间

点,这一变量被赋值为 1;在地级市政府 i 响应复工复产政策号召之后的时间中,由于不再具有发生

该事件的概率而被剔除。 需要说明的是,在首轮复工复产政策实施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反弹,不
少城市在控制住疫情反弹趋势后再次发出复工复产的政策号召,为了保证所测因变量由初次疫情

暴发所引起,本文将因变量的选取时间范围控制在新冠肺炎疫情第一轮全面暴发直至得到初步控

制的时期,即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冶)—2020 年 4 月 8 日(武汉“解封冶)。
2郾 自变量

(1)组织-制度作用路径自变量。 该变量大类由纵向科层压力和横向区域压力构成。 前者采

用省级政府政策出台时间点与样本城市政策响应时间点之间的差异天数测量,若某一城市出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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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复产政策的时间晚于其所在省份政策发布时间点 1 天,则该城市所受到的纵向压力值计为“1冶,
晚 2 天则计为“2冶,以此类推。 若城市政策发布时间早于所在省份的政策发布时间,则计为负数。
因此,若城市的政策出台时间与省级政策出台时间差异天数数值越小,说明该城市所属省份政策出

台越快,其受到的纵向科层压力也越大。 后者则用在样本城市采纳政策前,其所在省域内其他已采

纳政策城市的数量作为代表。 二者的数据由“北大法宝冶数据库、全国各省市地方网站和百度引擎

中检索出的新闻报道得来。
(2)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自变量。 该变量大类由城市领导学历、城市领导年龄和地方被问责

官员数量构成。 其中,城市领导的学历和年龄的测量以城市市委书记(“一把手冶)为研究对象,由
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检索而来,并对城市领导的学历重新赋值,即“本科冶取值为 1;“硕士冶取值

为 2;“博士及以上学历冶取值为 3。 地方被问责官员数量则通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各省级纪

委监委网站检索,以城市在响应政策前因疫情防控不力被问责的地区官员通报衡量,存在被通报的

官员计为“1冶,否则计为“0冶。
(3)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自变量。 该变量大类由城市人均 GDP 和城市工业企业数量构成。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较大规模暴发的时间为 2020 年初,所以该变量大类取值主要来源于《2020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2019 年部分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 2019 年末统计数据。
(4)问题-能力作用路径自变量。 该变量大类由城市面临问题的严峻性和城市解决该问题的

能力构成。 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的疫情通报,分别选择该城市所在省份

于政策响应前一天的累计确诊人数和新增治愈病例人数报告,结合 2019 年全国各省人口普查数据

计算结果予以代表。

四、政策响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复工复产政策的城市响应特征

本文为了清晰地呈现出复工复产政策的城市响应特点,采用 Kaplan鄄Meier 方法对政策响应风

险函数进行估计。 该方法中的生存函数 S(t)反映的是某一个体随时间 t 推移,存活概率的变化情

况。 就复工复产政策的响应情形而言,政策得到城市响应,被视为“死亡( = 1)冶,观察结束;政策还

未得到响应,被视为“存活( = 0)冶。 t 指的是在政策还未得到响应时间段内的任一时间点,所以

S(t)表示政策在 t 时间点上,政策仍未得到城市响应的可能性。 出于方便直观观察的考虑,本文选

择 1鄄减累积生存分析函数作为全国复工复产政策城市响应情况的观测指标(详见图 1)。
从全国城市复工复产政策的响应情况来看,全国各城市的政策响应速度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呈现出节奏不一的政策响应格局。 就整体特点而言,从 2020 年 1 月 31 日绵阳市、日照市发布

政策以来,短短两个月内,复工复产政策就扩散至全国 283 个地级市中,呈现出政策响应城市个体

数量“爆发式冶增长的特点。 就阶段性响应特点而言,可划分为“2020 年 1 月 31 日—2020 年 2 月

19 日冶“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2 月 29 日冶“2020 年 3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27 日冶三个时期:
一是快速增长期,在此期间响应复工复产政策的城市数量急剧上升至 219 个;二是增长放缓期,在
此期间虽然政策响应的城市个数依旧在增加,但增加速度开始逐步放缓;三是平稳增长期,在此期

间政策响应的城市个数以一种较低的速率稳步增长。 由此可见,相较于 S 型的渐进式政策扩散形

态,复工复产政策的城市响应呈现出典型的 R 型曲线特征,而与以往所研究的爆发式政策扩散特

征相比,爆发式政策响应从开始至结束整体过程的用时更短,变化特点更为剧烈。
(二)复工复产政策响应的 Cox 比例风险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 SPSS24郾 0 软件进行生存分析,得到描述性统计和共线性诊断(详见表 2)。 结果表明,
各条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5,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适合进行 Cox 模型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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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基于 Kaplan鄄Meier 估计的城市复工复产政策响应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摇

表 2摇 政策响应研究的各类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结果分析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VIF

政策响应速度 283 2 58 15郾 639 9郾 534

纵向科层压力 283 - 13 48 6郾 431 9郾 798 2郾 20

横向区域压力 283 0 20 5郾 819 4郾 565 1郾 76

城市领导学历 283 1 3 2郾 124 0郾 621 1郾 09

城市领导年龄 283 35 75 57郾 042 3郾 233 1郾 10

地方问责力度 283 0 1 0郾 360 4 0郾 481 1郾 09

城市人均 GDP 283 0郾 55 20郾 349 6郾 283 3郾 591 1郾 78

工业企业数量 283 25 11 042 1 301郾 924 1 739郾 737 1郾 80

疫情严峻程度 283 0郾 000 85 1郾 148 78 0郾 038 43 0郾 178 66 4郾 60

病患治愈能力 283 0 0郾 845 4 0郾 019 87 0郾 091 05 3郾 88

摇 摇 本文先将组织-制度作用路径、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政策适配属性作用、问题-能力作用路径

所含变量分别代入模型一至模型四中,再将所有变量代入模型五中,得到的 Cox 比例风险回归结果

(详见表 3)。
摇 摇 在模型一中,纵向科层压力与横向区域压力均对政策响应速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影响方向为

负,说明在组织-制度作用路径中,纵向压力每升高一个单位,即每一个发布了复工复产政策的省

份,都会使其省内城市政策响应可能性下降至原有的 87郾 9% 。 当横向区域压力上升一个单位,即
每增加一个响应速度更快的同省份其他城市或者相邻城市,该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的可能性会下降

至原有的 96郾 2% ,假设 1a、1b 未通过检验。
在模型二中,地方问责力度对政策响应速度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为负,领导学历和年

龄则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中,相较于未出现因疫情防控不力被

问责的官员的城市,已存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问责的官员城市的政策响应可能性低至原有的

59% ,假设 2b 未通过检验,假设 2c 得到验证。
在模型三中,城市人均 GDP 和城市工业企业数量均对政策响应速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前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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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3摇 政策响应的 Cox 比例风险回归结果

名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系数

(标准误)
优势比

系数

(标准误)
优势比

系数

(标准误)
优势比

系数

(标准误)
优势比

系数

(标准误)
优势比

纵向科层压力
-0郾 129***

(0郾 011)
0郾 879

- 0郾 128***

(0郾 012)
0郾 880

横向区域压力
-0郾 038**

(0郾 018)
0郾 962

- 0郾 057***

(0郾 019)
0郾 945

城市领导学历(本科 =1)
- 0郾 033
(0郾 100)

0郾 967
0郾 300***

(0郾 109)
1郾 350

城市领导年龄
-0郾 029
(0郾 020)

0郾 972
- 0郾 010
(0郾 022)

0郾 990

地方问责力度(有 =1)
- 0郾 527***

(0郾 133)
0郾 590

- 0郾 255*

(0郾 136)
0郾 775

城市人均 GDP
-0郾 038*

(0郾 022)
0郾 963

- 0郾 059***

(0郾 023)
0郾 943

工业企业数量
0郾 000 1*

(0郾 000 1)
1郾 000

- 0郾 000 1
(0郾 000 2)

1郾 000

疫情严峻程度
-4郾 049***

(1郾 413)
0郾 017

- 1郾 858
(1郾 217)

0郾 156

病患治愈能力
5郾 124**

(2郾 098)
168郾 01

2郾 147
(1郾 898)

8郾 563

似然函数值 2 381郾 216 2 645郾 986 2 661郾 032 2 634郾 219 2 356郾 330

卡方 220郾 874*** 18郾 208*** 3郾 848* 38郾 06*** 239郾 648***

自由度 2 3 2 2 9

样本量 283 283 283 283 283

摇 摇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表示 p <0郾 01, ** 表示 p <0郾 05, * 表示 p <0郾 1。

响方向为负,后者影响方向为正,说明在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中,地方人均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

单位,政策响应的可能性会下降至原有的 96郾 3% ,假设 3a 未通过检验;相反,城市工业企业拥有量

的上升,其政策响应可能性会增加,假设 3b 得到验证。
在模型四中,疫情严峻程度和病患治愈能力均对政策响应速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前者影响方向

为负,后者影响方向为正,说明在问题-能力作用路径中,城市疫情严峻程度每上升一个单位,城市

的政策响应可能性会下降至原有的 1郾 7% ,然而当城市的病患治愈能力有所提升时,其政策响应可

能性会大幅增加,假设 4a、4b 均得到验证。
在模型五中,纵向科层压力、横向区域压力、地方问责力度和城市人均 GDP 均通过了检验,说

明上述变量的稳健性较好。 领导者年龄、城市工业企业数量、疫情严峻程度和病患治愈能力未能通

过检验,说明在控制各类因素的前提下上述因素对政策响应速度的解释力较弱。 值得注意的是,领
导者学历通过了模型检验,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领导者学历对结果变量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作用,即领导者学历每上升一个单位,城市的政策响应可能性会增加 35% ,假设 2a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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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城市的复工复产政策响应速度为研究对象,对危机情境下的政

策响应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基于既有关于“政策扩散冶的研究,结合危机情境的特点,提出

了包含组织-制度作用路径、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和问题-能力作用路径

在内的分析架构和研究假设。 Kaplan鄄Meier 估计表明,全国城市复工复产的政策响应呈现出典型

的爆发式特点,且相较于一般的政策爆发现象,存在更短的大规模集中响应时间段。 通过 Cox 比例

风险回归方法加以分析,发现纵向科层压力、横向区域压力、领导者的学历、地方问责力度、城市人

均 GDP、城市工业企业数量、疫情严峻程度和病患治愈能力均对城市的政策响应速度起到了显著

的影响作用。 其中,更高的领导者学历和病毒治愈成功率,以及拥有更多工业企业的城市,其政策

响应的可能性更高,响应速度更快;而纵向科层压力、横向区域压力或者地方问责力度的增大、疫情

形势严峻程度的加剧、城市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则使得城市的政策响应行为变得缓慢。 研究发现

不仅有助于丰富危机情境下的政策响应速度研究,还对进一步理解政策响应速度的影响机理奠定

了实证基础。
第一,与以往府际关系因素在政策扩散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同,组织-制度作用路径在全国

城市复工复产政策响应速度上发挥了负向的影响作用。 从纵向科层压力上看,在中央释放出明确

的政策信号后,国内许多地级市政府的政策响应速度快于其所属的省级政府,这一现象可能与地方

政府的管辖范围大小有关。 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省级的复工复产政策一般选择在全省疫情蔓延

形势趋于稳定后发布,若同一省份中各城市疫情严峻程度程度不一,难免会延缓省级政府响应政策

的速度,相较之下,地级市政府由于管辖区域面积较小,在疫情形势向好的前提下,为了快速恢复自

身经济秩序,极有可能先于省级政府响应。 从横向区域压力上看,同省其他城市或地域相邻城市的

政策采纳行为不仅未形成响应激励效应,反而发挥了“反激励冶的作用,这可能与复工复产的政策

本质有关,该政策并非带有积极倾向的创新驱动型政策,而是对外响应中央号召,对内解决现实难

题的恢复式政策。 作为一种对地方政绩并无显著助益,反而还伴随潜在风险的政策,复工复产政策

的采纳和实施难以调动城市主要领导者的晋升积极性,使得各城市间并未就此形成明显的竞争关

系。 因此,当省内其他城市或者相邻城市已经采纳复工复产政策后,其他城市多持观望态度,希望

在判断已采纳城市的政策响应效果后再做决定。
第二,在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中,领导者特质变量影响作用存在不稳定性,地方问责力度影响

作用的稳健性较好。 国内外的政策响应研究均肯定了地方领导者在政策响应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根据复工复产政策响应的回归分析结果,本文发现:虽然领导者特质依旧能够对政策响应速

度产生影响,即如果城市领导者学历更高,那么他们可能采纳复工复产政策的速度也更快,但是这

个结果不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影响作用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问责力度

作为一个有别于一般政策扩散现象,在危机情境下引入的新变量,对政策响应速度起到了显著的影

响作用,这一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实部分学者对“问责泛化冶现象所提出的猜想,即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面对日益增大的问责压力,许多地方干部在接到通知后会“瞻前顾后冶,反复犹豫和掂

量,尽量选择和执行问责风险低的活动。 严峻的疫情形势无疑使得复工复产成为了一个带有极大

问责风险的政策。 相较于其他城市,存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通报问责官员的城市官员不敢轻易行

动,其所在城市的政策响应速度也更慢。
第三,在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中,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工业企业数量决定着复工复产政策

是否符合地方需要。 具体而言,基于现实的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可

能越倾向于更快采纳复工复产政策,然而实证结果却与人们的理论预设相悖,即经济越发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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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响应速度更慢。 原因可能在于疫情严峻程度起到了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的影响作用。 换言

之,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往往具有更大的城市规模,疫情影响范围和城市受损程度也更大,在疫情形

势较为严峻的背景下,城市的政策响应速度极有可能被延缓。 同样,模型三虽然证实工业企业数量

更多的城市有着更大的复工复产政策需求,但这一结果不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

制约。 由此,本文认为:复工复产政策属性与城市特性间的作用路径较为复杂,有待进一步识别关

系、深入研讨和验证。
第四,在问题-能力作用路径中,疫情严峻程度和病患治愈能力俨然成为了影响城市政策响应

速度的关键因素。 与常态化的政策扩散过程不同,城市间复工复产政策的响应过程所面临的现实

问题主要源于危机情境,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城市的疫情防控形势较为严峻,那么它的政策响应速

度会更慢;如果一个城市的病患治愈能力更强,那么它的政策响应速度会更快。 其分析结果说明政

策响应时城市所处的决策情境与政策响应速度息息相关,不仅证实了情境转换对政策响应速度变

化影响的重要性,也对未来探究危机情境下政策响应速度的影响因素具有启发性意义。
城市响应作为需要城市领导者予以综合考量的危机决策行为,受到许多细微因素的影响,每个

城市均有其独特的决策情境,定量研究方法只能从普遍意义上识别我国城市政策响应的一般性规

律,无法精细化辨别每个城市间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异。 例如,社会舆情等具有全国普遍性导向,但
部分地区存在细小差别的变量并未纳入模型中。 未来一方面可以引入案例研究法,更为精准地打

开不同城市的“政策响应黑箱冶;另一方面,对于本文子模型中通过模型检验,却在控制其他因素后

未能通过检验,或者检验结果与原假设相反的自变量,如:领导者学历、城市工业企业数量、城市人

均 GDP、疫情严峻程度和地方的病患治愈能力等因素,他们与因变量的作用路径之间,是否存在其

他变量发挥了中介或者调节效应,均可以通过研究设计的深化加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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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Research on Differences in Policy Response Spe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Based on Policies for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in 283 Cities

WU Kechang, WU Chuh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Abstract: The speed of policy response in crisis situations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research on
policy diffusion. Using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in the method of event history
analysis, collating into a research framework and assumption of " impact path of organization鄄
institution" " impact path of policy actors" " impact path of policy adaptation attribute" and "
impact path of problem鄄capacity" , combining the data of 283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on the
policy response to the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peed of policy response in crisis scenarios. The research found: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the response and diffusion of the policy of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is a typical phenomenon of policy outbreaks, showing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of
R鄄shaped curve diffusion; ( 2 )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 of
leadership, the numbers of urban industrial manufacturers, the ability to cure patients and the
speed of policy response, indicating that these factor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 acceleration
effect" on the speed of policy response; (3) Significant " hysteresis effects" are shown in
vertical hierarchy pressure, horizontal regional pressure, local accountability, the severity of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degree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delaying the city忆s policy
response speed; (4)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ader age and policy
response speed.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factors of policy response speed in crisis situations
provides an empirical data basis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diffusion speed, and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research on policy diffusion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policy response speed;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policy diffusio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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